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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从春秋战国到秦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革，同时文字面貌也与时俱进。本文从两个方面来阐述这时期社会与文字之间的互动关系：1.秦国的政治发展与文字演变。2.周秦时代的两次“书同文”。分析、揭示导致汉字发展的社会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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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锡圭先生把中国文字形体的发展分为两大阶段：古文字阶段和隶楷阶段。
后一时期的汉字又被称为“近代汉字”
或“现代汉字”
。隶变是两个时期之间的过渡环节，“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赵平安先生认为“隶变始于战国中期”，“隶变的下限在今隶”，
这里的“今隶”非指楷书，而是指区别于“古隶”的汉代隶书。因此赵先生研究隶变时所使用的材料，从时代上讲，包括了战国、秦代和两汉。

我们知道，文化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文字是记录语言是符号，是文化的载体，因此文字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社会发展决定的。我们在研究隶变等文字发展现象时，如果仅仅局限在纯文字学的视角中，有些问题恐怕是无法完全解决的。因此从社会史的角度入手，利用古文献中的史料，探讨隶变时期的社会发展，或可对文字学研究有所裨益。

由于秦代短祚，在古史研究中，一般习惯把秦统一中国以前称为“先秦”时期，而把秦代与两汉放在一起研究，称为“秦汉”时期。这当然有其道理：“周秦之变”是中国上古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先秦时期的夏商周三代，中国政治格局的主要特点是建立在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相对松散的邦国联盟之上；而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格局和非世袭的官僚入仕制度，与前者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同。

但这种划分方式也有其不足之处：它给人的印象是，过分强调秦统一六国的事件本身，仿佛在它之前和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次基因突变，容易让人忽视秦代各种制度产生的缘由和经过。李学勤先生在其《东周与秦代文明》新版后记中提到，其著作之所以将东周与秦放在一起讨论，是由于已有许倬云先生写《西周文明》和王仲殊先生写《汉代文明》。
但这种“无心插柳”的做法反倒给我们以极大的启发：秦代的社会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秦国的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从秦国的角度来研究东周史，并把它与秦代史贯穿起来，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秦代诸多制度的来源，进而理解秦系文字发展轨迹的深层根源。

《史记·秦本纪》所载秦仲以前的历史未可尽信，但从秦襄公、穆公到孝公，直至惠文君、昭襄王，历经二十余代秦君的不懈努力，经过四五百年的发展，秦国从西陲一个蕞尔小国，逐步发展成为称霸天下，并兼诸侯的豪强，却是有目共睹的。秦国的发展是上古封建制王国向中古郡县制帝国演变过程的一个缩影，以致有人认为“在一定意义上，一部秦国史就是一部春秋战国史，一部浓缩了的中国帝制发生史”。

从东周，尤其是战国到秦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同时文字面貌也为之一变。本文从两个问题入手，阐述这个时期社会与文字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秦国的政治发展与文字演变
整个东周史可以看作是周国的衰落史，同时也是秦国的兴盛史。在这一时期，双方国力的发展趋势基本上是成反比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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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周、秦实力发展及“书同文”时代对照表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共和元年即秦仲四年记起，秦仲以前的秦史《秦本纪》中大多只记世系，未必尽可信。秦国的真正发展应该从秦襄公被周平王封为诸侯算起，其后秦文公取得西岐之地，宪公向岐东发展，秦武公又向河西及西北方向发展。至此秦国领土已经容纳了西周时期周王朝的全部直属领地。在文化上，秦人出身自西戎，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其固有特点，但由于对周邦旧民的接收，可以说此时的秦国是西周文化的继承者。春秋时期的秦文字在继承西周文字整体风格的基础上略有发展。关于这一点，可以为春秋时代秦公钟、鎛与秦子戈、矛等铜器铭文的字形特点所证实。
（见图2）

值得注意的是，《秦本纪》中记载秦武公时曾攻占邽、冀戎、杜、郑等地，并“初县”之。可见早在春秋前期，夺地后立县而不封君的做法就已为秦国所实施。这为后来秦国在其境内推行各种统一的制度和政策树立了范例，奠定了良好的施政基础。

秦德公迁都雍城，开辟了秦国融入华夏的新时期。秦穆公是“春秋五霸”之一，其时的秦国虽仍被目为“戎夷”，但已发展成屈指可数的强国。经过多年与晋国的战和交往，终觉时机尚未成熟，改变方略而独霸西戎，奠稳了后方的基础。其后秦康公又四败晋师，至春秋末年秦晋之间攻伐未绝。这一时期秦国字体风格略有变化，主要体现在笔画粗细的匀称和字形的规整上。这可以从陕西凤翔秦景公一号大墓出土的石磬和传世秦公鎛、簋的笔法中看出来。
（见图3）

春秋战国之际的数代秦君多无大作为，秦国发展出现了一个中衰期，尤以“厉躁积弱”为甚。直至秦孝公任用商鞅，奖励耕战，变法图强，很快使秦国跃居战国首强。后来秦代的很多政治模式，都肇始于商鞅变法。商鞅变法中，统一度量衡是一项重要内容，战争的需要又使秦国制造了大量兵器。商鞅任职期间留下的铜器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依据。根据用途和铭文字体特点，传世商鞅器可分为两类：方升等量器上的铭文线条比较明朗，字形规整严谨，风格上已经向小篆方向发展；（见图4）大良造鞅戟、鐓等兵器上的刻文笔画圆滑，形体活泼，具有明显草率的手写体风格，有些笔法类似于后世的隶书。（见图5）

我们知道，秦代“书同文”，规定正式场合用的正体字是小篆，官方文件及民间习用的是隶书。二者形体不同，正是由于它们使用场合不同，书写材料不同。这个差别在商鞅时代就已经体现得比较明显了。

秦惠文君时期诸侯国君纷纷称王，他本人也于即位十四年时改元称王，他是第一位称王的秦君。陈直先生1957年首先披露考证的秦惠文君前元四年封宗邑瓦书，
其字体与商鞅方升比较接近，但个别笔形出现了隶变的趋势。（见图6）时代相近的传世诅楚文由于是用于告神，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因此字体更显庄重规整，总体风格与秦代篆书十分接近。

其后秦武王对周鼎颇感兴趣，欲“窥周室”，秦国势力深入中原。四川青川战国秦墓出土的木牍
时代在秦武王二年。（见图7）据《秦本纪》载，秦惠文王后元九年，秦将司马错伐灭蜀。在此之前，蜀地使用的是不同于汉字体系的“巴蜀文字”，
而灭蜀之后，秦国将秦文字推行到蜀地。木牍字体与后世秦简字体很接近。

到秦昭襄王时期，又与齐湣王共同称帝，尽管他后来迫于压力取消帝号，但形势发展已经把秦国推到了谋求统一天下的地位。秦昭王在位56年，期间不断发动战争，扩大势力。他先后伐齐，灭义渠，击楚、韩、魏、赵等国。在所夺领土上设置了陇西、北地、上郡、南郡、巫郡、黔中、上党等诸多郡属。并灭西周，取九鼎，初步完成了改朝换代。秦孝文王、庄襄王时期，又夺取三晋大片土地，并灭东周，奏响了统一战争的前奏。这一时期在秦文化考古学上称为咸阳中期，关中地区秦墓中出土了不少有铭铜器和兵器，
字形均处于篆隶之间。

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秦败楚于丹阳，取其汉中地置郡。秦昭襄王二十七至三十年，秦将司马错、白起、张若先后伐楚，秦人“半吞劲楚”，夺取了楚国两湖江汉的大半壁江山。此后，原先通行楚文字的湖北广大地区被强制使用秦文字。尽管秦、楚两种文化在当地碰撞、交融，互相影响，但至秦始皇时期，这一地区已被秦国统治半个世纪之久，该地出土简牍上的字体则已完全是秦文字的风格。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竹简等资料的字体可以为证，这是比较典型的隶书。

因此可以看出，在战国时期秦的扩张、统一战争中，秦每得一地，即在当地设郡县，推行秦国法律、度量衡标准和秦文字。这说明秦国的“书同文”并非始于《说文》序所言“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事实上，早在秦统一中国以前，其“书同文”就已随着秦国领土的扩张而逐步施行了。只不过秦始皇是统一的最终完成者，并且是在水到渠成的情况下、在较短的时间内一气呵成地剪灭六国，因此在关东诸国的大部分领土上推行秦文字，确是秦始皇的主要功绩。但这次“书同文”的质变是以之前数代秦国君王的量变努力为基础的。

虽然秦朝在关东地区强制推行秦文字，但由于秦国不尚学术，以吏为师，因此用秦国文字书写的多是法律文件、历史年表、日书等实用档案类的文书。到目前为止，出土的秦系简牍中尚未发现典籍类的古书。而关东的百家学者是要读典籍的，因此在秦统一初年，用六国古文书写的典籍在关东地区必然仍有比较广泛的流传。秦始皇三十四年（秦统一后八年），在丞相李斯的建议下，发布了“焚书令”。该法令具有很强的政治性，针对的主要是民间私藏的《诗》、《书》及各国史记。
《诗》中记载了很多商周史事，《书》本身就是古史书，也就是说秦始皇要用秦史来掩盖和改写古代及各国历史，向关东臣民宣扬秦灭六国的正义性，灌输“秦国民”意识。
焚书使得用六国文字书写的书籍在民间濒于绝迹，或至少是不敢被公开传布，这迫使读书人改读用秦文字书写的书籍，进一步促进了文字同化政策的推行。22年后，至汉惠帝四年废除“挟书律”时，新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都已经无法阅读用六国文字书写的书籍了。

避讳指避免直接说出或写出某些人的名字。在《左传》、《礼记》等典籍中零星记载了我国先秦时期的避讳——尤其是君主名字避讳的事例和制度。
由于秦始皇本人性格的原因，其臣下对他“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说话要小心谨慎。避讳制度也为他所发展。其父庄襄王名“子楚”，故《吕氏春秋·音初》中的“楚”避作“荆”，西汉《战国策·秦策一》及《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等的有关篇目也有其例。《史记》中的“正月”避作“端月”。秦二世胡亥也由于避讳而将“望胡宫”改为“望夷宫”。与先秦时期避讳以主要表达对尊者或先人的敬意不同，秦代的避讳主要是为了体现皇帝至高无上的尊严，与秦始皇议定“制”、“诏”、“朕”、“玺”等词为皇帝所专用的做法具有相似的性质。秦的避讳对后世各封建王朝影响深远。如两汉二十余位皇帝各讳其名，根据字书或六经中的训义，以专门的同义字代之。如《说文》：“邦，国也。”故经汉代传写的典籍中很少出现“邦”字，多代以“国”。

避讳从根源上讲，是原始人思维中词语禁忌（taboo）现象制度化的结果。不仅在中国古代十分盛行，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尤其是在比较原始的社会中，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弗雷泽在《金枝》第22章“禁忌的词汇”中将避讳分为五类：个人名字、亲属名字、死者名字、君主及神圣人物名字和神名的禁忌。
中国的避讳制度是原始社会习俗的遗留和发展。

二、周秦时代的两次“书同文”
《说文》序曰：“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汉书·艺文志》之《史籀篇》本注作“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又说“《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关于类似记载的解读及“大篆”、“籀文”、《史籀篇》的涵义和关系，古今学者众说纷纭：

班固记述《史籀篇》作于周宣王之时，故其文字称为“籀文”，又称“大篆”，以与经秦代李斯等整理后推行的篆文（称为“小篆”）相区别，字形本于西周晚期。其说本应有所依据，在古代也无疑义。但清末吴大澂、陈介祺等金石学家通过与金文字形的比较，认为有些籀文形体时代应更晚。
后来王国维认为《史籀篇》是春秋战国之间秦人作之以教学童之书，“籀”是读的意思，
而籀文是战国时代秦国通行的文字。
唐兰则怀疑所谓“周宣王”应为战国初的周元王。
赵平安先生也认为《史籀篇》成书于东周时代，他曾推测“周宣王”本应作“周桓王”，同时提出《汉书·艺文志》所记的“太史”应指秦国史官，《史籀篇》是春秋初年在宗周故地上建国的秦国整理和规范通用文字时颁布的范本，大篆由此被推向全国。
后来，赵先生通过与张家山汉墓竹简《史律》的对比，指出《史籀篇》不应仅被看作字书，其更大的价值在于它是“当时国家课考史学童、选拔史的专用书，基本内容为史所必须了解的一些专业知识”。

我们以为，从《说文》所载的二百多个“籀文”字形来看，其中既有比较繁复，和西周金文、甚至甲骨文字形有渊源者，也有和春秋晚期、甚至个别战国以后秦篆字形相似者，而其主体比较接近春秋早期秦系文字的风格。因此将其成书时代范围定在西周后期至春秋前期，恐怕比较接近事实，而不会晚至战国。那么籀文中为什么会有个别比较晚期的字形呢？这是因为一切古书在传抄过程中，字形难免产生讹变，《史籀篇》传抄者在摹写古字时，不自觉地使用当时的书写习惯，在古字中混入了后世的笔法，这是很自然的事。

如赵先生后一文所言，《史籀篇》不应是单纯的字书。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以为：史籀篇的“史”应读为“吏”，
“籀”如王国维言应训为“读”，而“篇”则是简册的意思，也就是书。因此所谓“史籀篇（吏读篇）”，可以理解为“欲入仕为吏者所必读之书”。相当于现在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教材或备考资料。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史律》载：“试史（吏）学童以‘十五篇’，能风（讽）书五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吏）。”
“十五篇”即指《史籀篇》。下文又称“又以八体试之”云云，考查吏学童的文字和书法。由此可知教识字形并非《史籀篇》的主要功能。但作为教材，《史籀篇》是用当时的正规字体书写成的，故兼发挥教学童习字的作用，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那么“宣王”究竟是否应为“桓王”，《史籀篇》是否应为秦国太史所作呢？我们以为恐怕不是。周桓王在位时当公元前719-697年，约相当于秦宪公、出子时期。这一时期秦国刚刚立国不久，正处于发展的起步期，据史籍记载，其主要精力放在开疆拓土、力求站稳脚跟方面，恐怕还没有精力大规模地整理文字、发展文教。转录秦史的《史记》等史书对这一时期的秦国史记载比较简略，亦可从一个侧面推测秦国当时恐怕还没有如赵先生所言那样完备的史官培养制度。而且尽管秦国地处宗周故地，以秦国当时的地位和影响力，其编订的书籍要想作为范本向全国推行，是不可能的。

相反，《史记》载周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史称“宣王中兴”。所谓“修政”，即整顿吏治，在这个过程中，裁汰和重新选拔、考查官吏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当时刚刚经过周厉王荒政不久的周王朝具有重新整理、颁布一套史官教材，用以进行官吏培养教学、考试的客观需求。太史公称宣王时复兴西周初年诸王世的遗风，可见从国力上看，宣王时的周国依然比较强大，而这时齐、晋等诸侯国均尚未成霸，因此“复宗周”。可见如果周宣王时制定并颁布一套史官教材，更具有“推向全国”的客观条件。但事实上，《史籀篇》对关东诸侯国的影响不大。宣王以后，很快幽王便亡国，其后宗周故地归秦所有。《史籀篇》对秦文字的影响倒是深远，这从后世秦系文字材料上可以看出。

如上文所述，随着战国中后期秦国对关东诸国的攻伐夺地，秦文字被逐步推广到关东地区，这实际上拉开了秦国“书同文”运动的序幕。但规模更大、意义更深远的“书同文”则是秦始皇统一之后进行的。《说文叙》曰：“……分为七国……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根据近年来出土的秦系文字材料可知，小篆的产生当起于战国时期。小篆对大篆的省改应该是战国时期在使用过程中由众多秦国文字书写者共同实践、约定俗成的。李斯等人只是加以整理，每个字选择其中一种形体作为规范，编成字书，进行推广。“省改”的工作不可能是由李斯等少数几个人完成的。这个过程类似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的简化字运动。早在运动发起之前，甚至古代，民间就已经长期自发地创造并使用了大批简化字，国家官方组织学者加以整理、研究后公布的《简化字总表》只是对其进行选择、改造和规范而已。

如上文图1所示，周秦时代，中国先后发生了两次“书同文”事件。第一次发生在周宣王时期，第二次起始于战国中期，在秦始皇统一后达到高潮。这两次事件具有如下共同点：

1.“书同文”事件的发生都具有充分、必要的客观条件。

周宣王时期，周、召二公辅佐新君，欲复兴文武之道，重振周国天下共主、诸侯来朝的往日雄风，则必须进行深入的吏治改革。这就要求有一部规范的史官教材，《史籀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而秦始皇时期，秦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统一，领土和臣民一下子增加了很多，秦政府要对新占领的地区进行有效的统治，必然亟需一大批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在政府中任职。而要想让来自关东地区的官吏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书写习惯，在协助统治中发挥作用，就必须有一部规范、实用的识字教材。秦“三仓”就充当了这个角色。

2.“书同文”事件的发动者都具有足够的主观能力。
周宣王的中兴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周王朝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发展，使得周国在各诸侯国心目中重新树立起了威望，得到拥戴。可以说是周宣王重新“王天下”。从综合实力（包括影响力等“软实力”）上讲，此时的周国仍是当时包括秦国在内的其他任何诸侯国所无法比拟的。从秦孝公至秦始皇时期，秦国通过战争夺去了大片领土。总体上看，秦国基本是在新得领土上设郡，很少封君。加上秦国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使得秦国有能力在新得领土上推行秦文字。参看上一节所举的在故巴蜀、楚国出土秦系简牍的情况。

同时两次事件又具有一些不同之处：

1.两次“书同文”事件的规模和影响不同。

周宣王时的“书同文”主要为周国内部吏治改革服务，实用性较强，统一文字仅是其副作用。事件规模较小，其范围仅局限在宗周故地，对周、秦以外其它诸侯国影响不大。甚至《史籀篇》的文字整理对东迁后的周国也没有长久地发挥作用，从出土的战国时代周王室文字材料来看，两周文字已经完全属于晋系文字风格了。
而秦国从战国中后期开始的，尤其是秦代的“书同文”规模空前，影响的范围大，遍及全中国。从地域发展上看，其影响力自西向东，呈波浪状推进。并且促进了隶变的发展，使得汉字的形体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古文字阶段进入到隶楷阶段，奠定了后世汉字书法发展的基础。

2.两次“书同文”事件展开的复杂程度不同。

就目前所知，周宣王时代“书同文”事件的内容，主要就是编订并颁布《史籀篇》，其规范字体后世称为“籀文”或“大篆”。由于官方把持着文字使用权，因此这次书同文所规定的字体是单一的。而秦始皇时期，在秦国本土内部同时使用的，就有多种字体。《说文叙》曰：“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这主要是由于书写材料和使用领域不同造成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小篆，使用范围最广的是隶书。当然这八种书体分类广狭标准并不统一，但大体可以分为广义的篆书和隶书两大类。而秦向关东地区推广秦文字，至少是在篆书和隶书两个层面上进行的。在印章、封禅刻石、权量诏书等正规场合使用的是篆书，在简牍文书、兵器刻画文字等普通场合使用的是隶书。因此这一次书同文事件推广字体是复合式的。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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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秦公鎛《集成》1.2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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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秦公鎛《集成》1.2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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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商鞅量《集成》16.10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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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大良造鞅镦《集成》18.1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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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秦封宗邑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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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青川木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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